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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摘要  人力资源全球配置趋势下，外派员工面临新的

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然而相关研究甚为缺乏。本文在

回顾工作—家庭冲突、增益和平衡理论的基础上，采取

整合视角探究中方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的作用机理。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工作角色转变、工作职责转

变、外派工作→家庭冲突、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组织

支持五个主范畴，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结关系。本

文发现 ：（1）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衡包括了冲突

与增益。他们因为工作职责转变而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

冲突，因为外派工作角色的转变而收获一定的工作→家庭

增益。家庭资源损耗与工作增益之间互相转化从而实现

个体主观感知上的外派工作—家庭平衡。（2）组织的工

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可有效缓和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  

作→家庭增益，帮助外派人员实现暂时的角色平衡和情感

补偿。基于此，本文建构了中方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

作用机理的整合概念框架，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

发展，剖析了中方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的特色，

并通过已有文献对比中西方外派群体的差异，为外派研

究领域增加了中国情境的解释视角。本文基于本土企业实

践的诠释与理论建构可对外派人员的管理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  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增

益 ；工作—家庭平衡 ；组织支持

引言

随着世界经济变化，工作—家庭平衡日益成为个体

和组织追求的重要目标。[1]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使工作

环境和家庭结构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2] 中国家

庭结构由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逐渐转变为共同分

工的“双薪家庭”，夫妻双方都有照顾家庭的责任。[3] 工

作方式、家庭结构、工作生活价值观念的改变使工作—

家庭平衡成为一个重要议题。[4] 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人力资源全球配置趋势

突显，海外派遣成为企业寻求突破和发展的途径。[5] 外

派人员是国际化企业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6] 成功的

外派对跨国公司全球战略实施、子公司发展至关重要 ；

反之，失败的外派不仅损害企业形象和声誉，使其错失

商机、人才，而且不利于员工的职业发展。[7] 然而，外

派人员面临陌生环境需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处理工作问

题，其工作—家庭失衡现象突显，[8] 会引发员工不满、

离职率攀升等诸多消极结果，并对组织绩效、组织承诺

等产生重大负面影响。[9,10] 组织的有效支持会减少员工

工作压力，有助于实现工作—家庭平衡。[11,12] 但与成熟

的外派管理实践相比，相关理论研究对其工作—家庭平

衡缺乏关注，[5] 而且既有研究内容局限于引发工作—家

庭冲突的压力，鲜少提供实证数据。[13] 为了弥补现有研

究的不足，本文旨在深入探索外派员工的工作—家庭平

衡机理，及组织支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关系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的

社会和文化背景，缺乏对中方外派群体的关注。[5] 西方

外派人员配偶随行情况十分普遍 ：早在 1996 年，美国

高压之下缘何坚守？

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衡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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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外派人员中 65% 有配偶随行。[14] 随行配偶的工作与生活、

子女教育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和工作

热情，所以随行家庭适应会显著影响外派工作。[15] 面对

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欧美等国外派员工通常会选择

离职。[16] 然而，中国商人外出鲜有携家带口的习惯，王

玉梅等 [17] 对 180 名中国外派员工的调查发现仅 3.9% 携

带家属。对中方外派员工而言，家庭长期两地分居导致

留守一方需独自面对家庭、抚养孩子等诸多问题，空间

的阻隔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工作和家庭，二者之间的冲

突或许更尖锐。[5] 值得关注的是，研究表明中国人有风

险规避倾向，冲突发生后通常会选择沉默、反生产行为，

却不会离职。[13] 本文通过前期实践调研亦发现 ：虽然中

方外派人员由于种种原因鲜有携带家属陪同出行，地理

分割使他们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但与离职相比，

他们通常选择继续坚守海外。而且，越来越多员工前赴

后继地加入海外务工队伍。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等

战略引领下，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持续加速。截至 2016

年底，中国 2.44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设立 3.72 万家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 190 个国家 / 地区。[18]

同时大量企业管理者、技术专家被派到海外，帮助公司

开拓市场、完成项目或是协助促进母子公司之间的资源、

信息流动。一些研究已认识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差异会影

响工作—家庭平衡，[19] 因中国国情与文化的特殊性或使

其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与国外迥然有别，[20] 中方外派群

体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研究甚为缺乏。与中方外派人

员数量快速扩张的实践相比，相关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

探索其工作—家庭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索并

深刻解析为何中方外派人员即使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

冲突却依旧坚守海外这一问题。期望做出以下理论贡献：

（1）扎根中国情境，基于现有理论，通过深入挖掘、诠

释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衡作用机理，进一步丰

富现有研究，为国际理论界贡献新知。（2）立足外派人

员，深描该特殊群体的工作—家庭平衡的显著特征，为

中国企业外派管理实践提供启示。

一、文献评述与理论基础

1. 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1）工作—家庭冲突

基于资源稀缺假说的角色理论是工作—家庭冲突的

主要理论基础。[21] 它认为个体会在卷入的角色中消耗自

身有限的心理和生理资源，因而不同角色间的需求会产

生冲突。该视角关注角色卷入，即个体的心理卷入、全

神贯注在一个领域而无法完成另一领域的需求或责任。

研究表明，对工作角色的高度卷入会带来工作与家庭的

冲突。[19] 工作—家庭冲突即个体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压力

不兼容导致的角色间冲突。[22] 冲突视角认为工作和家庭

对个体的资源存在竞争关系，资源投入在一个领域势必

导致另一领域的资源损耗，所以工作和家庭之间是非此

即彼的零和博弈。

（2）工作—家庭增益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者认识到工作—家庭冲

突仅代表个体在协调工作和家庭方面的部分经历。[11] 它

们之间并非总是互相冲突，也会因各自角色的资源或益

处而相互促进。工作—家庭增益源于角色增强假说，即

个体在角色表现中积累的收益可能超过其角色投入造成

的损失，而且个体可通过参与多种角色活动获得满意感

及其他有意义的资源。[1] 工作—家庭增益，即个体利用

在工作（家庭）领域中的经验和资源使相对领域内的绩

效和积极情感得到提升，[23] 是基于角色资源积累和跨界

运用不断提升工作和家庭互益程度的动态过程。[24] 已有

研究过分强调工作—家庭冲突及其负面结果，缺乏关注

角色增益及其积极结果。[25]

（3）工作—家庭平衡

经历了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的理论发

展，学者们意识到全面理解工作和家庭关系应涵盖冲突

和增益两方面内容，从而转向平衡视角。目前工作—家

庭平衡的概念尚有争议，存在主观心理结构和客观社会

结构两种观点。[1] 早期的工作—家庭平衡概念认为不冲

突即实现平衡，[26] 缓解了冲突必然促进平衡。[3] 该认知

偏差使平衡研究依旧囿于冲突或增益的研究范式，少有

实质突破。已有研究多采取二元对立观点，只关注工

作—家庭冲突或工作—家庭增益。究其原因，是受西方

哲学假设及理论研究的影响。F r o n e [27] 突破了已有认知

局限，认为理解工作—家庭平衡需将冲突和增益联系起

来，冲突最小化、增益最大化方可实现平衡，但仅停留

在理论思辨层面，缺乏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本文遵循此

概念界定，并通过实证研究来探究其核心内容。

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经历了从冲突到增益再走向平

衡的三种理论视角（详见表 1）。通过文献梳理并结合实

践深入思考，本文认为，维持平衡必须同时有相互对立

的两股力量，平衡并非不冲突，而应同时包含冲突与增

益，在两者不断互动中实现工作—家庭平衡。工作—家

庭冲突理论看重角色需求间的相互竞争，忽略了角色资

源间的相互促进 ；工作—家庭增益反而强调角色间的协

同效应。角色中有需求，同样有资源，因此对工作与家

庭关系的认知需要一个整合框架。针对中方外派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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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的三种视角对比
维度 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增益 工作—家庭平衡

概念
定义

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角
色压力不相容而造成的角
色间冲突

“增益”（Enrichment）特
指个体参与某一角色活
动获得的资源能够提升
其参与其他角色活动的
整体效能
工作—家庭增益是工作

（家庭）角色领域资源跨
界渗溢并促进家庭（工
作）领域的绩效和生活
品质的提升

主观平衡：个体在工作和
家庭角色中的成效和满意
感与个体把优先权给予哪
个角色相一致的程度。表
明工作—家庭平衡是心理
结构，即个体内心对平衡
的评断
客观平衡：工作—家庭平
衡是一种角色期望的达成，
通过与工作和家庭领域中角
色相关的合作者协商和分
享完成，强调个体工作和家
庭角色责任的履行

概念
争议

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相似概念混用、概念之间内
容有所重叠（Enhancement、
Positive Spillover、Enrichment
等）。鉴于 Enrichment 含
义广泛，因此最常用 a

概念多重且尚存争议：主
观心理结构 vs 客观社会结
构 b

内容
结构

工作→家庭冲突
家庭→工作冲突

工作→家庭增益
家庭→工作增益

工作—家庭冲突
工作—家庭增益

理论
基础

角色冲突理论
边界理论

角色累积理论
积极组织行为理论

相互对立的“资源稀缺”和
“资源加强”假说

主要
研究
内容

前因变量：个体因素（性
别、人格特质）；工作因
素（工作灵活性、工作卷
入、角色模糊、角色过载）；
组织因素（家庭友好政
策、组织家庭氛围）；家
庭因素（家庭需求、家庭
卷入、婚姻状况、配偶工作）
结果变量：满意度、幸福
感、离职倾向、组织承诺
调节变量：组织支持、家
庭支持

前因变量：个体因素（人
格特质、性别）；工作因
素（自主性、决策权、工
作支持、工作压力）；家
庭因素（婚姻状况、子
女年龄、配偶支持等）；
结果变量：家庭满意度
和组织满意度；个体心
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前因变量：个体因素（前瞻
性、神经质、乐观性人格）；
工作因素（工作弹性、工作
卷入、组织支持）；家庭因
素（孩子数量 / 年龄、家庭
结构、家庭支持）
结果变量：满意感、生活
质量提高、组织承诺

研究
评述

经历三十余年发展，该主
题的研究始终维持稳定增
长，研究内容丰富

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缺
乏。需要更广泛、综合地
理解工作—家庭增益过程

理论研究薄弱，实证研究
缺乏，测量工具有待开发

总体
评述

研究内容：既有工作—家庭关系研究立足于冲突视角，过分强调工作—家庭冲
突及相关负面结果。虽然工作—家庭增益及积极结果研究开始兴起，但与冲突
相比仍较为缺乏。从冲突走向增益和平衡，这种理论视角的转移使研究者跳出“冲
突”的苑囿， 然而缺少把工作—家庭增益和工作—家庭冲突整合起来的理论框架。
工作—家庭平衡研究做了一些尝试，但多数停留在平衡即冲突的对立面的认知偏
差，并未真正整合冲突与增益。全面地理解工作—家庭的相互作用，需要真正意
义上的整合视角，不能只看积极或消极面
研究情境：基于中国情境思考的高水平理论构建的研究成果较为欠缺
研究方法：定量为主，前因和结果变量的研究内容高度同质化；深入探索的质
性研究缺乏

注 ：a. 有关增益的相似概念有重叠，虽然目前并无明确统一的“工作—家庭增益”概念 , 但其内涵
已日渐明朗。Greenhaus 等的理论研究表明增益的含义更广泛，[22] 而且是基于坚实理论发展的组
织构念，侧重于个体层面和积极贡献视角，所以本文使用该界定 ；b. 鉴于本文关注个体层面，因
此采纳工作—家庭平衡是主观心理结构的观点；本表综合整理乐国林等、[28] 张宁俊等、[29] 林忠等、[16]

王晶等、[1] 周路路等、[2] 张伶等 [25] 绘制

工作—家庭关系研究，应超越西方既有研究中隐含的二

元对立哲学假设，扎根中国企业实践思考并基于双赢、

融合的中国哲学假设来探究。

2. 整合框架的理论基础

资源保存理论（T h e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o f R e s o u r c e s，

C O R）的基础假设是 ：个体总在积极努力地维持、保护

和构建他们认为的宝贵资源。[30] 这些资源的潜在或实

际损失，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威胁。资源损耗的威胁主要

来自角色需求及为了合乎这些角色需求而花费的精力和

努力。[30] C O R 认为在资源遭受损失时，个体会感知到压

力，从而在行动上投入其他资源以弥补损失，或从认知

上改变自身对损失的理解。资源损耗与资源增益是 COR

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强调资源可以互相转化。根据

C O R，工作→家庭冲突会占用和消耗员工用于处理家庭

问题的资源，同样工作→家庭增益也会补偿和累积处理

家庭问题的资源，因而员工会根据社会情境权变分配资

源用于应对工作—家庭问题。如此，工作和家庭领域资

源的相互占用、消耗和补偿会通过个体的社会学习和自

我调整在个体范围内达到相对平衡。资源增值的获得不

仅在工作情境研究中非常重要，而且在跨工作情境研究

中同样需要重视资源的共享和互动，[31] 所以可将 C O R 

理论运用于探究工作—家庭关系。[32]

3. 外派工作—家庭关系研究

外派人员是跨国公司总部从母国或第三国选聘并派

往海外子公司任职的管理者或专业技术人员。[33]B l a c k

等 [34] 提出的外派适应概念框架是该领域的核心理论基

础，在其影响下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实证研究，但也无意

识地限制了后续进展。基于此框架，多数研究证明了配

偶 / 家庭适应对外派成功的重要性，却忽略了外派工作

如何影响家庭生活。[35] 国外针对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关

系的研究很少，具代表性的文章整理见表 2。综合审视

已有研究发现其仍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据上文所述，

工作—家庭平衡应包含冲突与增益，然而既有外派工

作—家庭关系研究主要立足于冲突视角，基本没有针对

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的探索。其二，研究内容围绕工作—

家庭冲突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的结果展开，侧重于家庭对

外派工作的影响，缺乏外派工作如何影响家庭生活的反

向作用机理的研究。其三，虽然组织支持有助于缓和工

作—家庭冲突的结论得到了一致认同，[11-13] 但组织支持

如何影响工作—家庭增益尚无探讨。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研究以定量的实证检验为主，学者们对组织支持构念

的具体测量或以组织支持感知替代，或以主管 / 同事支

持替代，[36,40] 缺乏对组织支持具体实践内涵的深入质性

探索。虽 Fi s c h l m a y r 等 [13] 通过质性研究初探了西方跨

国企业为缓和外派工作—家庭冲突所采取的组织支持

措施，但其在中方外派管理中的适用性有待考量。国内

仅谢雅萍 [5] 探讨了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及组

织支持策略，但只是基于西方实践的对策建议，停留在

思辨层面。

综上所述，虽然与外派相关的工作—家庭关系研

究正在起步，关于该议题的传统研究可提供一定理论基

础，但不足以完全借鉴到中方外派群体身上。既有研究

还存在以下局限 ：（1）研究情境 ：少有学者关注中方外

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衡。国外虽有相关议题，但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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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关系相关研究整理
作者 主要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Grant-Vallone
等 [36]

验证了工作和生活冲突、组织支持对外
派人员心理幸福感的影响

定量研究
样本：118 位在欧洲的

外派人员

Harris[37]

研究了女性外派经理的工作—生活平衡
问题（侧重家庭对工作的影响），及其对
外派适应的影响

质性研究
基于文献推演的
理论建构研究

Fischlmayr 等 [13]

调查女性外派人员工作—生活平衡的影
响因素发现，工作和休闲时间、社会网络、
配偶和孩子、公司支持都会产生影响

质性研究
访谈了10 位奥地利

女性外派人员

Shaffer 等 [38]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检验外派人员在特定
领域（工作，家庭）和扩张领域（工作和
家庭）经历的工作—生活冲突的前因和
后果

定量研究
驻香港外派人员及其

配偶的 102 对配对样本

Tzeng[39]

验证了女性外派人员在她们母国和客居
国如何面对性别刻板印象和歧视，及她
们如何调和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质性研究
访谈了 21 位驻台湾工作的西
方跨国公司女性外派人员

Van Der Zee
等 [40]

分析了社会支持，积极和消极工作—家
庭干预与外派人员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检验了外派人员干预对其配偶主观幸福
感的交叉效应

定量研究
72 对配对样本

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外派为主，因此具体到中国情境下的

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的特殊性缺乏深入讨论。（2）

研究内容 ：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关系研究主要立足于

冲突视角，尤其关注家庭对工作的影响。然而，几乎没

有研究采取整合冲突与增益的理论视角，鲜有实证研究

探讨外派工作如何影响家庭生活。而且，组织支持对外

派工作—家庭增益的作用机理缺乏探究。（3）研究方法：

主要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实证统计分析，在该领

域中质性研究的应用相对较少。[16] 抓取表层数据难以发

现问题的内在深层关系，较难建立起符合其自身规律和

逻辑的成果。[41] 鉴于此，本文采取整合冲突与增益的理

论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寻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

家庭平衡现象。鉴于既有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现状，虽

然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均包含双维度，但本文仅关注

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本文的参照理论框

架如图 1 所示，主要围绕两个研究问题展开 ：（1）中方

外派人员的外派工作如何影响家庭生活？即通过深描外

派人员在海外的工作角色卷入与家庭角色需求，从而详

细地描绘外派工作对家庭生活可能产生的冲突与带来的

增益。（2）组织支持如何对工作—家庭平衡的过程产生

影响？即通过深描组织支持的实践措施，深刻分析并解

释它们为何及如何作用于外派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与增益。

二、研究设计

1. 研究方法

国外工作—家庭关系研究方法的高度规范和研究

设计的严谨求证固然可提供典范式的借鉴，但在中国独

特的情境下，更需质性研究这种建构和细化理论的有效

方法。[16] 以更好地理解某一领域内缺乏研究的问题的本

质。[42] 扎根理论被公认为质性研究中一种比较科学有效

的方法，因其细致的建构过程、持续比较等使理论建构

成为一个严谨而精确的过程。[43]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系

统分析资料并建构理论。

扎根理论由 G l a s e r 等于 1967 年首次提出，旨在从

经验资料中生成理论，而不仅是描述和解释现象，或

验证现有理论。[44] 其基本原则之一是避免“先入之见”，

鼓励研究者以开放的心态和计划去实施。[45] 经过半个

世纪的发展， C o r b i n 等 [45] 对早期扎根理论进行了修订，

在继承 S t r a u s s 核心思想的基础上，[44] 融合了 C h a r m a z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主要观点，[43] 强调以形式多样的备

忘录进行微分析，不断推进研究。St r a u s s 等 [44] 不仅更

加详细地阐述了三级编码技术和分析步骤，也对如何写

备忘录提供了一系列分析技术 ；既体现了对研究过程规

范性、客观性的追求，又融合了建构主义对研究者主观

能动性的追求。层层递进的编码分析结合备忘录的撰写，

体现了经验数据如何经过逐步打散、重组、归纳、精炼，

最终形成理论的逻辑过程，从而确保质性研究的科学性。

因此，本文采用经过发展修订的扎根理论 [44-46] 方法进

行数据分析，探索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衡机理。

深度访谈是质性研究中最常见的数据收集方法，

通过与受访者深入交谈，了解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经历，

从而生成丰富的访谈资料。[47] 它侧重资料搜集，因此成

为扎根理论必不可缺的工具。

2.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的外

派人员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华为外派

管理实践兼具极端性和启发性。截至 2015 年底，华为

业务遍及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16000 名中

方员工派驻全球。[48] 华为外派群体数量庞大、派驻地域

广泛、外派管理经验丰富，通过华为外派可对中方外派

群体有相对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其他走出去企业的外

派管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第二，对华为外派人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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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的机会实属难得。国际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缺乏对中

方外派人员的研究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较难接近。[49] 华

为虽外派规模大，但该群体可接近性较低。即使能接触，

也因受访者工作忙、时空距离隔阂等使调研困难重重。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有一定参照价值和意义。

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在选择初始研究对象时具体采

取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式。理论抽样的逻辑旨在快

速、聚焦地搜集关键数据，研究者需要遵循一些线索、

检验预感、完善范畴。[50] 本文采取理论抽样的研究策略：

首先，在数据搜集初期寻找最可能给“中方外派人员工

作—家庭关系”主题带来丰富信息的人物进行初步访

谈。每次访谈完后撰写访谈备忘录，回忆过程、评估访

谈质量，“圈定”积极主动、愿意讲述、信息丰富的受

访者作为“重要节点”，并恳请他们推荐更多符合条件的

受访者。其次，在对初期搜集的访谈资料进行逐句、逐

段编码分析过程中，本文发现“组织支持与外派人员的

工作—家庭平衡紧密相关”，继而寻找相关文献进行研

读、进一步聚焦研究主题与指导框架。同时，有意识地

寻找职位较高或身居人力资源管理岗位的受访者，深入

探寻公司采取哪些措施帮助员工平衡外派工作和家庭关

系。最后，在整个数据分析过程中，撰写备忘录以增强

作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在相关的资料搜集（补充访

谈资料、增加二手资料、阅读相关文献等）和数据分析

（三级编码过程不断精炼，遵循动态化的分析过程，不

断进行头脑风暴）之间来回往复、让更多的洞见在书写

的过程中出现，使分散杂乱的思想逐渐收拢并系统化。

通过持续地撰写分析备忘录进行的微分析，使范畴更为

精确、范畴间的关系更为严谨，有助于建构充分而可靠

的范畴，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理论饱和原则，即新的访谈对象不再提供新

的重要信息时，停止数据收集。访谈从 2015 年 12 月开

始至 2016 年 11 月结束，共联系了44 位潜在受访者，但

部分受访者以缺乏时间、工作忙为由拒绝深入了解。最

终，30 位外派人员（见表 3）参与此项研究，其中包括

在华为工作近二十年的资深管理者，派遣时间长达七八

年的中层管理者等。受访者有以下特点 ：普遍年轻化，

平均年龄 32 岁；外派时间普遍较长，派遣期逾 1 年的

占比近 77% ；受访者男女比例悬殊，女性只占 23%。

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开放式问题探寻

受访者的外派经历。主题包括 ：（1）描述外派期间的工

作状态、遇到的工作—家庭冲突或增益问题 ；（2）外派

期间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 ；（3）公司采取哪些措施帮助

表3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婚否 职位 外派地点
外派时间
（年）

访谈时长
（分钟）

M1 32 否 供应链主管 巴西 4.5 120

M2 30 婚 售前测试工程师 新西兰 0.5 120

F1 25 否 商务经理 毛里求斯 0.6 45

M3 27 否 运营经理 埃及 2 120

M4 40 婚 财经监控 哥伦比亚 0.5 150

M5 29 否 销售经理 伊朗 0.8 66

M6 30 婚 销售经理 安哥拉 2 73

M7 31 婚 运营经理 印度尼西亚 2 40

M8* 33 婚 供应链主管 南非 0.8 90

F2 28 否 运营经理 阿尔及利亚 1.5 60

M9* 35 婚 专利工程师 美国 3 40

M10 36 婚 培训经理 墨西哥 3.5 104

F3 35 婚 人力资源主管 奥地利 1 87

M11 33 婚 销售主管 奥地利 2 40

M12* 35 婚 质量运营 丹麦 3 47

F4 32 婚 人力资源主管 荷兰 5 40

M13 40 婚 销售部长 独联体（欧） 7 100

M14 34 婚 财务主管 奥地利 3 58

M15* 34 婚 产品经理 菲律宾 4 40

M16 37 婚 供应链主管 伊拉克 4
132

F5 34 婚 财务主管 德国 4

M17 27 否 运营经理 喀麦隆 0.5 90

M18 26 否 技术服务 马来西亚 0.9 73

F6 30 婚 员工关系经理 尼日利亚 2 45

M19 34 婚 人力资源部长 加纳 5 43

M20 31 婚 服务解决方案主管 墨西哥 3 80

M21* 36 婚 国际行销 美国 8 56

F7 33 婚 财经主管 土耳其 8
63

M22* 35 婚 客户关系 德国 3

M23 32 婚 产品经理 斯里兰卡 7 64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一律采取匿名（用编号代替：M= 男，F= 女）；一些受访者常驻国家不只一个，
此处以其接受访谈时最近一次经历确定外派地点。“*”表示该受访者携带家属随行

员工平衡外派工作和家庭。围绕这些话题展开，就访谈

中涌现的新概念、主题进一步追踪提问。受访者身处全

球各地，考虑到距离、出国调研的高昂成本等原因，除

了面对面访谈之外，还借助电话和微信视频访谈。每次

访谈在征求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所有访谈录音

逐字转录，同时在整个过程坚持撰写研究日志。将所有

资料整理、建档，数据来源基本情况见表 4。
表4  数据来源

数据
类型

涉及主题 资料数量 整理字数

深度访谈
外派工作→家庭冲突、增
益、平衡，组织支持等

30 份 约 20 万字

心声社区①
外派 / 常驻、工作—家庭

关系描写等
18 篇 约 3 万字

相关书籍 华为国际化、外派
4 本：《土狼突围》《枪林弹雨中成长》

《以奋斗者为本》《厚积薄发》
约 1 万字

研究日志
数据收集、编码、分析，

理论建构
36 篇 约 4 万字

注 ：本文整理了相关二手数据，以首字母缩写代表信息提供者

4. 研究伦理和信度

本文严格遵循质化研究伦理原则，向每个受访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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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研究主题，保证他们完全自愿参与，有权随时中断或

退出研究 ；访谈时间、地点的选择均与受访者协商，充

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录音设备的使用征得了受访者同意；

研究中涉及个人隐私之处均已匿名处理。

本文遵循了三项标准确保信度 ：受访者检验、三角

验证、同行评论。[51]（1）每次访谈结束，迅速对访谈内

容进行整理、归纳，将核心观点反馈给受访者确认，保

证信息准确有效。（2）三角验证指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

程中同时运用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资料来源、研究对

象或理论观念。本文采取多种资料来源和理论观点的

方式进行三角验证。除了搜集访谈资料之外，本文还搜

集了华为公司门户网站上的相关信息和内部刊物，精读

了四本华为外派主题相关书籍。整理这些二手资料以查

验是否会出现新范畴，从而进行三角验证以提升资料的

可靠程度。另外，通过多视角的编码分析进行三角检证，

如资料的编码由两位作者共同负责，每位作者独立完成

整个编码过程，初次编码的一致性约为 80%。（3）就产

生意见分歧的编码通过研讨会的形式与作者所在研究团

队成员协商后最终确定，以保证资料编码的准确性 ；数

据编码到理论建构经过多次研讨并咨询国外专家学者以

保证理论逻辑严密。

三、数据分析

1.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即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通过持续

比较进行归类，使蕴含在资料中的观点和意义涌现出

来，将其范畴化。[44] 该过程要求研究者具备“理论敏感

性”，全面捕捉资料中的关键信息，逐步对具有共性的

内容进行抽象化并编码。本文采取“逐句”“逐段”混

合编码方式进行初始编码 ；进一步归类，提炼次范畴

（S u b c a t e g o r y）。最终抽象出 359 个初始编码，聚合为

20 个次范畴。为了清晰说明开放编码过程，举例见表 5。

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旨在寻找、发现并建立范畴之间的联系。

表 6 是主轴编码分析，开放编码形成 20 个次范畴，继

续提炼、聚合相关联的类别，最终发展为 5 个主范畴作

为后续分析的重点。

3. 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即挖掘核心范畴，将其系统地与其他范畴

联结，以“故事线”的形式描绘整体行为现象，让它们

之间的关系变得具体化。本文发现一个清晰的故事线 ：

中方外派个体在冲突与增益中周旋，得益于组织支持最

终找到平衡。具体而言：个体的“工作角色转变”带来

工具型和内隐知识资源积累会促进外派工作→家庭增

益 ；“工作职责转变”的高强度和压力使他们在工作角

色中高度卷入导致工作→家庭冲突 ；组织支持帮助他们

适应新的工作角色和职责，缓和冲突、促进增益，努力

实现外派工作与家庭生活新的平衡（关系结构见表 7）。
表5  开放编码：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举例

访谈转录资料 初始编码 次范畴
M5 ：跟本地员工相处还好，说得直白一点，如果你
是中方员工，本地员工相对会尊敬你一点（A1）
M18 ：都会升级，一出去最少升一级，这个在新闻
上有，可能还有升三级的（A2）

A1. 中方外派比本地级别
高
A2. 外派后职级上升

职级升高

M2 ：海外的工作一般强度比较大，经常加班（A3）
M3：一线比国内要忙，一线直接压力更大一点（A4）
M11：一线要经常加班，就比较累（A5）
M18 ：[ 一线 ] 加班很严重，潮汐式的，项目上升期
的时候极其累，加班特别多（A6）……总体来讲，
一线比总部累很多（A7）

A3. 加班是常态
A4. 一线压力更大
A5. 经常加班很累
A6. 加班很严重
A7. 一线很累

加班严重

M1：在国内你是支撑他的，在海外、在代表处才是
真正面对客户的，所以工作方式差别可能是，机关
是支撑部门（A8）
M3 ：在国内做的工作其实也是支持海外项目，只不
过是一个远程支持……在一线打仗，如果在机关，
就相当于是在后方制造炮弹（A9）……在国内你永
远是一个支撑者的角色……但是在一线，你是个决
策者，你是一个真正在做事情的人，你就是项目的
owner（A10）

A8. 在机关是支撑者
A9. 国内远程支持，一线
直接作战
A10. 国内是支撑者，一
线是决策者

角色转变

M17：长期异地，没结婚早晚得分手，结了婚可能
会出现各种问题（A20）
M8 ：一般工作一年就会考虑带家属出去，两地分
居久了会出问题。我了解的墨西哥员工因为长期异
地，好几对夫妇离婚了（A21）
……

A20. 长期异地容易出问
题
A21. 两地分居会引发离
婚
……

外派导致
家庭破裂

注 ：资料的开放编码涉及大量的分析表格，由于篇幅所限，只截取部分表格，作为例证

表6  主轴编码

次范畴（Ax） 再次范畴化
主范畴
（AAx）

联结
（Linkage）

A1. 职级升高（13，17） 工作职位晋升
（20，33）

AA1. 工作角色
转变（24，67）

影响因素
（工作角色转变促
进资源增益，工作
职责转变促进冲突

产生）

A2. 角色转变（13，16）
A3. 管理要更 SMART 化（6，11）

职业化能力提升
（21，34）

A4. 学习当地管理模式（7，9）
A5. 改变沟通方式（11，14）
A6. 加班严重（9，13） 外派任务强度高

（23，32） AA2. 工作职责
转变（27，69）

A7. 工作任务繁重（11，15）

A8. 外派工作压力大（26，37）
外派工作压力大

（26，37）
A9. 随行家属牺牲自我利益（13，
18）

家属利益牺牲
（13，18）

AA3. 外派工
作→家庭冲突
（26，61）

作用结果
（外派工作对家庭
生活冲突与增益）

A10. 外派引发长期两地分居
（20，26） 家庭角色卷入极低

（24，43）A11. 外派会导致家庭破裂（11，
17）
A12. 积累财富（16，19） 工具型资源增益

（23，34） AA4. 外派工
作→家庭增益
（24，65）

A13. 职业能力提升（13，15）
A14. 丰富阅历（9，12）

内隐知识资源增益
（22，31）

A15. 获取成就感（8，10）
A16. 全球心态（7，9）
A17. 薪酬福利激励（17，36） 工具性支持

（26，65） AA5. 组织支持
（27，97）

调节机制
（组织支持缓和外
派工作—家庭冲
突、促进增益）

A18. 建设赋能②体系（17，29）
A19. 鼓励家属“随军”（10，22） 情感性支持

（18，32）A20. 道德 / 精神鼓励（6，10）
注 ：括号内前面的数字代表提及该编码的受访者人数，后面的数字代表编码频次

4. 理论饱和

本文在收集数据的同时初步分析，当搜集新鲜数据

不再产生新理论见解时停止数据收集。数据分析阶段，

先详细分析 27 位受访者的语料，之后再对预留的 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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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文本重新编码，并且补充收集二手资料进行三角验

证，该过程也未产生新的概念、范畴关系。因此判定编

码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理论模式饱和。

表7  中方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的关系结构
典型
关系

关系结构的
内涵

代表性语料

工作角色转
变促进工作
→家庭增益

外派后职级晋升与
职业能力提升带来
工具型和内隐知识
资源增益，从而有
助于提升家庭生活
质量

M3 ：出去接触的人比较广，形形色色的人，这让我在
以后处理事情时也有很大改观
M13：外派可以赚更多的钱，海外工资，再加各种补助，
薪酬会增加不少，待遇很好。另外，也能提高自己的
工作经验和能力
F6 ：外派结束后我更自信、更专业了，我积累了一些很
宝贵的经验，这是在以前培训行业学不到的。当然对
我生活也有改变，因为工资待遇要高一些

工作职责转
变导致工作
→家庭冲突

外派 任 务的 高 强
度、高压力迫使外
派个体必须对工作
高度投入，从而削
弱家庭角色投入

M8 ：离家，孤独，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跟家
人分开，错过小孩的成长，多少钱也买不回
M15：牺牲各种节假日支撑项目目标达成，虽说无怨无悔，
但也常常感到愧对家人，陪他们的时间确实太少了
M19 ：如果两个人不在一起，国外有时差，再加上华为
外派特别忙，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大部分都是这样，
这会产生感情问题

组织支持促
进增益、缓
和冲突

基于薪酬福利激励、
员工赋能的工具性
支持能促进增益
基 于鼓 励家 属陪
同、道德 / 精神鼓
励的情感性支持能
缓和冲突

F4 ：公司通过升职加薪、股票、各种补助等给予了外
派人员不少奖励，从而吸引他们留下来（常驻），艰苦
奋斗
F6 ：员工被派遣到海外代表处之前，公司会针对性地
进行跨文化培训，包括海外注意事项、跨文化沟通技
巧等，让员工初步了解海外工作，具备一定应对能力。
M10 ：公司鼓励家属随行，就是希望外派员工能够安
定的工作、生活，避免发生家庭破裂

四、研究发现：外派工作—家庭平衡的作用

机理诠释与理论建构

1. 工作角色转变促进外派工作→家庭增益

受访者到海外“一线”后，通常岗位也会发生相应

调整。为了适应海外工作要求，他们从“远程辅助者”

转变为“直接决策者”，工作职位实现晋升。在国内总部

“机关”工作，他们主要扮演“辅助者”的角色，负责与

海外代表处的同事联系并支持其工作。但当他们到代表

处后需直接面对客户、处理工作事务，因此必须具备“独

当一面”的能力。这一“工作角色转变”使他们的工作

自主性和决策力提升，从而更易获得成就感。例如，外

派埃及荣升运营经理的 M3 描述到，“在一线是跟客户

直接交流，有什么问题要一手解决。相比国内更有成就

感、更锻炼”。

同时对外派员工而言，派遣后的角色转变也意味着

必须提升国际化职业能力。海外代表处的员工队伍更加

多元化，对管理的要求更高，受访者需提升自己的职业

化，由以往的“简单粗放”向精细化转变。首先，海外

全英文的工作环境，与国内不同的工作规范和方式，要

求对人、事、物的管理更具体。本地员工因其文化语境、

思维方式等差异，若延续对中方员工讲究“悟”的模糊

管理方式，会导致很多工作“做不到位”或“根本没法

开展”。受访者需根据本地员工的特点“使自己的管理

更 S M A RT 化”（M13）。其次，必须学习当地的管理模

式，了解当地的法律、工作规范，尊重本地员工的工作

习惯。例如“不能强迫本地员工加班”“凡事发邮件留

下证据”“不能因本地员工绩效不好而劝退”（M12）等。

最后，必须改变以往的沟通模式，与本地员工的沟通必

须“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对本地员工的管理，工作

目标和要求要很明确，不能含糊”（M16）。

总体如 M14 所述 ：“国内的管理工作相对随意，但

在海外，管理的要求更高一些，要有规划，要明确，要

适应本地文化。”这些均促使受访者职业能力提升，成

为经过海外磨练的国际化人才，为未来的职业发展不断

积蓄资源。M17 概括了其因外派而受益的体验 ：“最深

的感受是视野打开。在一个新国家开拓、管理业务是很

宝贵的一段经历，让你了解一个跨国公司在不同分支机

构是如何跟当地市场、社会进行融合。通过这个经历能

对跨文化差异有更多理解和包容。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

是工作体验，这段经历都蛮好。”而且从长远来看，工

作领域的资源增益还可进一步渗透到家庭角色中。国际

化管理职业技能提升成为他们觅得更好工作平台的加分

项，为提升家庭荣誉做铺垫。受访者丰富阅历、获取成

就感，拓展自我人生宽度的同时也让家属得以在探亲假

期内享受海外风光、充盈人生，“尤其小孩可多经历一

些，也有机会体验国外的教育”（M8）。此外，通过几

年的外派经历能迅速积累可观的物质资本从而提升家庭

生活质量。基本上所有受访者在描述其接受外派任务的

内部驱动力时都会提到高薪吸引，“趁着年轻出去几年

挣点钱，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抱着这种心态奔赴海外，

即使再苦再累也会坚持。

因此，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角色转变所带来的资源

积蓄成为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的有力推动。例如，由于

外派经历积累的工具型资源增益有助于其未来的职业发

展，为家庭带来福利 ；外派个体视野开阔、阅历丰富、

心态包容等内隐知识的增益使其在应对事情时更容易得

心应手，也可反哺家庭。这进一步证实外派个体可利用

其在工作领域中的经验和资源积累，使家庭领域内的物

质生活和积极情感得到提升。[23]

2. 工作职责转变引发外派工作→家庭冲突

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与本地客户的不断磨合，均

使外派工作任务繁重且更具挑战性。常驻海外即意味着

高强度的任务，工作压力更大。工作角色转变、职业化

能力提升也让受访者肩负的工作职责加重。受访者普遍

反映“工作非常繁忙”“忙到没有自己的时间”“经常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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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班”，外派一线工作“很累”“非常累”。外派墨西

哥的 M20 表示 ：“一线工作比机关累很多，在海外基本

每天加班到晚上十一点……而且白天工作很满，从早到

晚各种各样的电话、沟通，总之事情挺多。”由于肩负

更多职责，受访者也承受着更大的工作压力。“因为在

海外你是主管，就必须独自承担所有压力，一旦遇到问

题，不管机关还是地区代表，第一个找的就是你。”（M17）

已婚外派人员若只身常驻海外，与家人长期分居、

两地分离，这已然为工作→家庭冲突埋下了隐患。受访

者的工作、家庭边界清晰分隔使他们沦为纯粹的工作者，

海外任务的高强度、高压力使工作需求侵占了个体绝大

多数时间和精力，职业生活压制其难以履行家庭职责，

因此产生一系列家庭冲突、不和谐。如因为陪伴时间少、

亲子关系生疏，长期异地导致夫妻感情疏远、家庭不稳

定，甚至破裂等。M1 常驻巴西近五年，因为“距离远守

不住”最终与女友分手。M18 表述了类似观点 ：“外派

生活心酸是因为有家庭却无法照顾，特别是有孩子的。”

这种工作对家庭资源的占用给受访者造成心理负担，他

们大多觉得“亏欠家庭”。“常常感到愧对家人，陪他们

的时间确实太少了”（《华为人》TQ，2017-09-14）。

若家属“随军出行”，随军配偶势必要放弃在国内

的事业、社交圈。如外派西非多年、担任人力资源部长

的 M19 描述到 ：“如果女方跟去海外，她就要放弃国内

的同事、同学、朋友等社会关系，牺牲比较大。”因为

持陪同签证，“很多在国内有正常工作的家属无法在国外

工作，随军也牺牲了她们的事业”（M6）。然而即使家属

随军，受访者“迫于”海外工作的高压必须投入更多时

间和精力去攻克一个个项目、完成一项项任务，他们的

家庭角色投入十分有限，工作对家庭的冲突依然存在。

M21 外派美国期间工作繁忙，即使小孩带在身边，但陪

伴也十分有限 ：“早上起来小孩还没起床，晚上回去他

已经睡觉了，唯一能陪伴就只有午休的一小时。”

未婚外派群体因为“常驻海外的华为人圈子比较

小、工作比较忙，往往很难有时间和机会谈恋爱”（M5）。

与原有社交圈分离，变动的工作环境和紧张的工作时间

等使他们很难解决择偶问题，外派员工因事业而耽误婚

姻的案例屡见不见。不少未婚受访者的初衷是“趁年轻

赚点钱”，然后随着年龄增长，沦为大龄“剩男”“剩女”

的他们应父母要求回国解决个人婚姻问题。这也是引发

外派离职、回流的主要原因之一。M3 常驻海外即将满

三年，已到适婚年龄的他每次与家人视频都会被母亲催

婚，这促使他申请早日回国。

因此，中方外派人员工作职责转变所引发的高度工

作投入以绝对压倒性的趋势侵占其家庭投入，从而导致

显著的外派工作→家庭冲突。这些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角

色冲突理论。当员工在某一个角色上承担的任务负荷过

多时，就会感受到压力，从而倾向于在不同角色之间转

移已有资源，[52] 工作压力会因为跨领域的资源占用而交

叉影响家庭生活。

3. 资源互相转化实现工作—家庭平衡

一般而言，由于中方外派个体鲜有携带家属同行

（仅 20% 的受访者携带家属一起常驻海外），地理分割

充当了外派工作→家庭冲突的催化剂。既减弱了家庭凝

聚力，降低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紧密度，也阻碍了家庭

成员之间的生活照料和事业互助。[53] 因此，外派引发的

家庭离散化使冲突加剧，如长期异地分居引发婚姻危机，

家庭纽带松弛，夫妻 / 亲子感情冷漠导致家庭解体等。

然而根据受访者讲述，常驻海外虽然苦累兼具、深陷冲

突，但大家仍选择坚守而非离职。对因长期异地无法正

常满足的情感 / 生理需求，外派人员选择自我压抑（如

忍耐、习惯了）。他们多数采取外出—回国交替的折中

模式（如探亲假、年度假期等）尽可能维持家庭功能的

完整，等到外派结束之后再回家更好地履行责任。或者

尽量自我调整，努力使配偶陪同随行。虽然 90% 以上的

受访者认为外派生活很无聊、很苦、孤独、亏欠家人……

呈现出较多负面情绪，但当谈及外派感受时却表明“若

有机会外派，还是建议去尝试”。

中方外派人员在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的高压

下缘何坚守？通过数据的深入挖掘本文发现 ：外派经历

在引发工作对家庭冲突的同时也促进了家庭的增益，在

两者互相影响与转化的过程中，个体寻找到新的平衡。

对外派个体而言，海外工作确实是非常好的锻炼、提升

自我的机会。如 M13 总结的“个人能力提升的同时心理

承受能力和心态都得到锻炼”。尽管失去了很多陪伴家

人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很多别样的工作体验，“从此人

生不再骨感”。对外派个体的家庭而言，外派工作占用

了个体本应履行家庭角色的时间与精力，家庭资源的消

耗转化为工作领域的支持以帮助外派个体更好地工作。

由此带来的工作资源积累再次转化为家庭领域受益的基

石，从而实现更美好的家庭生活，暂时地牺牲家庭是为

了长久的家庭整体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家庭的增

益并非即刻实现，而需积淀一段时间才会发挥效用。这

种短期内看得见的“未来增益”一直牵动他们内心，恰

是“失去”背后的“得到”成为激发他们坚守海外的源

动力。

因此，外派工作领域的资源增益可弱化个体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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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派工作→家庭冲突，而家庭资源损耗因被看作未来

可期的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的必然选择而弥合认知上的

压力感知。虽然工作职责转变引发的外派工作→家庭冲

突问题是即时产生的，而工作角色转变带来的外派工作

→家庭增益效应是延时出现的，但由于中国的长期导向

文化并不影响外派个体对新平衡的感知。这一发现与刘

汶蓉 [54] 的实证调研结果一脉相承，即强调“集体重于

个人”的集体主义文化在向“家庭重于个人”的家庭主

义文化转变。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当代中国的多数人

对拥有一个“幸福家庭”的理解等同于对自我需求的满

足，家庭价值与个体自我实现价值相一致。所以个体职

位上升、视野开阔等资源积累既可成就个体也可给家庭

带来增益，而且因为外派引发的工作→家庭冲突也使受

访者表现出对家庭明显的补偿心理和行为。通常经历过

外派的累、体验过离别的苦，他们会更加珍惜家庭的爱，

从长期导向来看，均是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正如受访者

M8 所述 ：“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是为了让家庭能更加幸

福，而不是更加冷漠和支离破碎。”

概而言之，工作角色转变带来的工具型资源和内隐

知识资源增益，相应地弥补了工作职责转变引发的家庭

卷入低、家庭利益受损等问题，外派个体根据情境权变

地分配资源以应对家庭资源损耗和工作资源增益之间的

互相转化，从而实现新的工作—家庭平衡。

4. 组织支持影响外派工作—家庭平衡

（1）工具性支持强化增益

受访者被派遣之前，公司会针对性地进行跨文化培

训，包括海外工作注意事项、跨文化沟通技巧等通识性

知识，让员工了解海外工作环境，具备一定与国际接轨

的能力。员工在海外工作的前三到六个月内配有导师来

负责业务指导，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帮助他们快速

适应海外工作与生活。“初到海外有人带着工作会容易

很多，这比自己摸索快得多，也容易解决问题”（M12）。

持续地定期学习也是公司给员工“赋能”的重要方式。

“公司有定期学习的要求，年度、季度、网络学习各种渠

道”（M10）。而且华为员工一般都会签署“奋斗者协议”，

自愿放弃每月最后一周周六的休息日，对整月情况进行

总结、学习，如一些跨文化案例讨论、领导讲话学习等。

通过“赋予员工工作的能力”（M13），帮助受访者快速

开展海外工作。这些职业技能的提升不仅帮助受访者顺

利完成工作角色转变、减轻工作压力，而且也有助于外

派人员为日后提升家庭生活质量积累相应的工作资源。

同时，公司给外派者十分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华

为中方外派人员的薪酬 = 基本工资 + 外派补助（离家补

助 + 艰苦补助 + 伙食补助）；“在海外工作一个月的工资

基本上相当于在内工作两个多月的工资”（M16）。所以

F2 即使觉得“在海外的前三个月简直是噩梦，差点想要

离职了”，但考虑到未来的职业发展及公司给的薪酬，

还是选择继续奋战在海外。她说 ：“本科毕业能挣这么

多钱的机会不多，所以为了钱也要吃苦。”为了获取物质

奖励，很多外派人员会选择坚守，拼命地努力奋斗，为

自己争取更多。薪酬福利方面，公司给予一线尤其是艰

苦地区很大的制度支持，越艰苦的地区补助越高。物质

财富激励是多数受访者即使面临与家庭长期分隔两地也

依然坚守海外的原因之一。组织的工具性支持因能增加资

源积累而成为促进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的重要影响因素。

（2）情感性支持缓和冲突

为了稳定外派员工家庭，让其专心工作，公司鼓励

家属陪同。携带家属的外派员工“住房安排会好一些、

大一些”（M19）。随军家属每天有一定的“伙食补贴”“家

属吃饭会有补助”（M11），公司尽其所能为员工家属能

顺利随军出行提供更大的便利。“为了消除家属随行的

障碍，公司现在已经打通了奥地利当地陪同签证办理的

渠道，只要员工愿意、家属都能带过来。而之前因为这

种道路不通，家属想来却来不了”（M14）。公司还提供

“亲情假期、年度探亲机票配额”（M3），确保员工常驻

海外期间能定期与家人团聚。这些措施有助于维系外派

员工与家人的情感沟通。

公司通过海外奋斗者的故事感染员工，对他们进行

道德 / 精神鼓励。例如，在公司内部刊物《华为人》报

纸上持续刊登一线外派员工撰写的海外生活故事，出版

著作《枪林弹雨中成长》，讲述华为人拓荒海外市场的

故事，不断激励外派员工艰苦奋斗。任正非在《春江水

暖鸭先知，不破楼兰誓不还》激励研发将士 / 专家奔赴

海外一线的讲话中说 ：“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里时，面对陌生的妻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对客

户说得太多了。在他们最需要陪他们游戏，给他们讲故

事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时间，完全被为生存而战全部绞

杀了。儿女总有一天会明白，他们的父母无怨无悔的一

生，明白他们父母像中央空调一样温暖了全人类，没有

像电风扇只吹拂他们的伟大情怀。但是，我们永远不能

报答自己父辈的良心自责，将久久萦怀。”如此朴实接地

气却蕴含大智慧的话语激发了员工在心声社区的热烈讨

论，半小时就有五万多阅读量。这种赋予使命感、成就

感的精神鼓励，让受访者在牺牲家庭而努力工作时，找

到一些安慰与奋斗的动力，从认知上改变了外派工作对

家庭冲突的理解。组织的情感性支持因能减少资源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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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或潜在损失，成为缓和外派工作—家庭冲突的显著影

响因素。

5. 理论模型建构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建构了“中方外派人员的工

作—家庭平衡机理”的理论模型（见图 2 ：单实线箭头

表示它们之间的影响路径）。

● 

●  

●  

●  

●  

● 

● 

● 

● 

● 

受访者常驻海外期间，工作职责转变引发的高强度、

高压力使其工作需求严重“侵占”家庭需求，高度工作

投入势必削减家庭投入，从而导致显著的外派工作→家

庭冲突。工作角色转变带来的职业能力提升、视野开阔、

财富积累等工作领域的资源增益可在未来促使家庭生活

质量提升，从而产生外派工作→家庭增益。家庭资源损

耗和工作资源增益的相互转化使外派个体找到了新的工

作—家庭平衡。组织通过工具性支持，如赋能体系、有

吸引力的薪酬福利，帮助外派人员顺利完成工作角色和

职责的过渡，弱化工作压力向家庭生活渗透同时为履行

家庭责任积淀资源，促进工作对家庭的增益 ；通过情感

性支持，如鼓励家属随军、道德 / 精神鼓励，给予员工

关怀、情感激励，让员工从内心深处主动调和为了工作

而短暂牺牲家庭的冲突。组织支持是促使他们实现暂时

的角色平衡影响因素。

五、研究总结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 30 位中方外派人员展开深入的质性研

究，探索了其工作—家庭平衡的作用机理。基于扎根理

论提炼出工作角色转变、工作职责转变、外派工作→家

庭冲突、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组织支持五个主范畴。

基于深描并深刻解析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结关系，本文主

要的研究结论有：（1）外派工作—家庭平衡同时包括了

冲突与增益两方面。本文整合工作—家庭冲突和增益理

论发现，中方外派个体因为工作职责转变面临高强度、

高压力的海外任务，对外派工作投入以绝对压倒性的趋

势侵占其家庭投入，从而导致显著的外派工作→家庭冲

突 ；同时工作角色转变能给外派人员带来工具型和内隐

知识资源增益，惠及家庭未来发展，促进外派工作→家

庭增益。在工作职责转变与工作角色转变引发的个体家

庭资源损耗与工作资源增益之间互相转化的过程中，实

现个体主观感知上的外派工作—家庭平衡。（2）组织支

持是实现外派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因素。组织的工具

性支持成为促进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的主要措施 ；组

织的情感性支持成为缓和外派工作→家庭冲突的有效措

施。所以，组织支持因能促进家庭资源损耗与工作资源

增益之间的互相转化，成为外派个体实现工作—生活平

衡的影响因素。

2. 研究贡献

（1）充实了工作—家庭平衡作用机理的整合视角

本文基于实证数据论述了中方外派情境下工作—家

庭平衡整合视角的合理性，贡献了中国情境的新知。已

有关于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冲

突视角，过分强调工作—家庭冲突及相关负面结果，缺

乏对外派工作—家庭增益的理论探索，更缺乏将外派工

作—家庭冲突与增益整合研究的理论框架。一方面，本

文同时探究了外派个体的工作→家庭冲突和外派工作→

家庭增益，弥补了既有研究仅关注工作—家庭冲突的不足，

扩展研究内容的同时也为工作—家庭平衡的整合视角提供

了实证基础；另一方面，借鉴资源保存理论 [30] 的核心思

想发现，资源损耗与增益之间的互相转化是实现工作—

家庭平衡的核心，建构了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

衡机理的理论模型（图 2），细致描绘了中方外派人员的

工作和家庭领域资源损耗与增益的相互转化如何通过个

体的工作角色转变和工作职责转变达到相对平衡，所以

既扩展了 C O R 理论的应用边界，又充实了工作—家庭

平衡研究的整合视角。

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的整合视角也能从中国的

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现状中寻找到合理且坚实的解释基

础。既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个体主义文化中工作和家庭

的平等和独立，集体主义文化中工作具有优先性。[55] 在

中国勤奋工作是一种家庭责任感的体现，工作被认为是

一种提升家庭整体利益的手段，不仅惠及家庭也能满足

个体事业发展，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共赢。[56] 在中国，集

体主义的文化规范使优先工作合法化，因此它鼓励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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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庭未来的利益暂时牺牲家庭生活的行为。[20] 相较

于西方社会中工作和家庭边界的清晰划分，中国文化的

扩散属性使工作与家庭边界模糊、互相渗透，它们不是

分割状态，而是融合并蓄。[57] 因此，集体主义文化比个

体主义文化更倾向将工作和家庭角色融合在一起，而且

更能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积极联系，这样就增进了某一角

色经历促进其他角色经历的可能性。所以，在集体主义

文化中，超负荷工作是个体为了家庭的幸福和长远利益

的自我牺牲，而非为了个人职业追求而牺牲家庭利益。

在中国“以家为本、工作优先”伦理观影响下，中方外

派人员秉持工作是为了让家庭生活更好，为了家庭的整

体利益暂时牺牲自我利益，为了未来可得的增益而容忍

短期的冲突。本文发现在“为了家庭整体利益”信念的

支撑下，外派人员会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使家庭功能大

体得以维持。他们的工作和家庭并非互相割裂，而是彼

此成就。家本位是基础，工作优先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

现美好的家庭生活，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

是既此又彼的整合双赢。平衡并非不冲突，而应同时包

含冲突与增益，在这两者不断地互动中实现工作—家庭

平衡。因此，整合视角更适合解释工作与家庭关系。

从经济发展来看，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工作仍是大部分

人谋生、奉养家庭的主要手段。[20] 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转

型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前者需顾全“大我”，

后者则倾向保全“小我”，追求经济增益的同时追求生

活品质的意识在觉醒。外派工作可以赚更多钱回来养家，

所以为了家庭更好地生活暂时可做出一些牺牲。既有研

究表明，为了“金钱”“唯利是图”的外派人员更能忍

受在海外的不适，[58] 本文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发现。积累

财富几乎在所有受访者表述中都有提及，因此他们为了

这一目的可以更多地忍受外派过程中的不适应与工作→

家庭冲突。华为外派员工多是寒门学子，他们希望通过

自己的艰苦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59] 同时他们亦更重视

家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为家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更愿意把工作视为实现家庭责任之手段，而不是将工作

视为最终目的。中方外派人员心存对实现个人价值和提

高整体生活幸福感的美好愿景，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工

作→增益的权衡中坚守海外。

（2）拓展了组织支持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机理

外派人员很难从海外当地社区获取实质支持，需要

更多公司的支持与指导。[60] 外派人员进入陌生的国家 /

地区工作需承受多重压力，公司须为其提供支持，否则

他们不能有效工作，或许还会提前结束外派任务。[61] 组

织在工作—家庭平衡方面提供的有效支持会减少员工

的工作压力。[62] 既有研究虽一致认同组织支持有助于缓

和工作—家庭冲突的结论，[11-13] 但缺乏对组织支持如何

影响工作对家庭增益的关注。而且如文献评述所示，既

有研究多是定量研究，将“组织支持”作为一个整体构

念，采用“组织支持感知”作为替代概念进行测量。本

文深描了平衡工作—家庭关系的组织支持实践，发现其

细分维度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差异化影响，并具体阐

释了组织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如何能够更好地缓和冲

突，尤其是促进工作—家庭增益这一新视角进一步扩展

了研究内容。因此，它弥补了已有研究无法探知具体组

织支持实践的不足，同时启示学者除了探索组织支持与

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外，组织支持与工作—家庭

增益之间关系研究的新方向更值得探究。

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与组织支持之间的关系也

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西方文化推崇个体主义，

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限比较明晰，家庭是员工更为隐私

的领域。因此国外针对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的组织

支持集中在工作—家庭友好实践方面，[13] 即为使员工履

行家庭责任变得容易提供各种服务和政策支持，如灵活

的工作时间、提供信息和咨询、工作分享等。[16] 组织支

持旨在给予外派员工更多与家庭相处的时间，对员工生

活的干涉很少。相比之下，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浓厚，强

调集体内部和谐，且家庭与工作的界限相对模糊，组织

支持措施较易渗透到员工家庭生活中，员工也更愿意接

受组织的支持。中国公司往往倾向采取多种外派管理实

践帮助员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不仅为了减少他们

内心的矛盾纠结，避免外派任务失败，更为了提升其工

作绩效。由于中方外派人员在常驻海外期间很少携带家

属，地理分割导致其无法履行家庭责任是既定的事实，

家庭—友好实践措施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针对中

方外派群体的组织支持措施，主要通过帮助员工积累财

富资本、职业技能等促进对家庭增益资源的积累，弥

补他们因对家庭投入缺失而产生的心理亏欠。这是一种

间接缓和冲突、直接促进增益的方式，试图弱化员工内

心感知到的冲突、强化员工实际得到的增益，从而实现

主观上的平衡。相较而言，国外研究的组织支持措施则

是一种试图直接消除现实冲突、追求客观平衡的举措。

综上所述，中方外派人员的工作—家庭平衡整合

了冲突与增益两方面的内容。他们对“冲突”与“增益”

的互动平衡不仅受组织支持的影响，更与中国的社会文

化和经济转型现状紧密相关。本文基于实证数据分析了

中国外派人员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的显著特色，结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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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的差异（见表 8），进一步为外派研究领域增加

了中国情境的解释视角。

表8  中西外派群体工作—家庭平衡对比
维度 中方 西方

现象

引起冲突的主要因素
家属随行少

高度工作投入
（地理分割充当催化剂）

家属随行多
配偶 / 家庭适应

冲突的形式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多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多

促进增益的主要因素 财富积累为主 /

增益的形式 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多 /

组织支持措施
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

如高薪酬、多赋能；
鼓励家属陪同、精神鼓励

家庭—友好实践 / 政策
如弹性工作时间；

工作分享

理论
观点

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短期：工作优先
长期：家庭为本

工作与家庭非竞争关系（共赢）
高度工作投入是为家庭长远利

益做的自我牺牲

独立平等
工作与家庭是竞争关系（零和）
高度工作投入是为了个人利益

而牺牲家庭利益

组织支持影响 缓和冲突、强化增益 缓和冲突

最终作用结果 促进主观平衡 促进客观平衡

3. 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包括 ：（1）企业关注外派人员的同

时也应关注其家庭。新时代的人才对家庭日益重视，不

少人会因为家庭需求产生离职、回流倾向。为了稳定员

工“大后方”使其专注于为企业做出贡献，留住花费高

成本培养的国际化人才，走出去的企业必须对员工家庭

给予重视。企业可通过精简相关的业务办理流程为家属

随军提供便利，对随军家属进行语言、跨文化沟通和适

应等方面的培训，确保其能顺利地开展海外生活。企业

也可为家属提供一定的工作机会、建设外派家属的活动

中心，使其更好地适应国外生活等。若家属无法随行，

公司可借鉴西方企业采取的一些家庭友好实践，如工作

分享、定期探访家属、子女教育基金、父母照顾等福利

来减轻外派员工的家庭负担。与已婚外派人员相比，未

婚甚至单身员工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较小，因此在选

拔外派员工时可充分考虑员工的婚姻状态，或者将已婚

员工家属是否愿意随军纳入考量范围。

（2）企业应提供充足的组织支持以帮助外派人员实

现工作—家庭平衡。给员工赋能、有竞争力的物质奖励

能强化外派工作对家庭的增益，道德激励则能缓和外派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走出去的企业可通过组织外派员工

定期培训学习、提供职业支持和导师辅导、建设合理化

的外派薪酬体系等工具性支持措施，使其在海外最初艰

难的适应阶段变得相对容易且快速，而且也能坚信外派

工作的增益而更专心高效地工作。此外，企业更要从外

派员工的思想、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给予诚挚的关怀，如

通过故事分享、实际行动等让员工感受到领导的关心和

企业的温暖，以此来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这些有益的

组织实践为企业外派人员的选派和管理提供了可靠路径。

4.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1）样本的外推范围问题。研究对象集中在同一家

企业，只关注“这一个”深描、诠释，确保了在个体样

本上的理论饱和。但华为公司所处的行业、组织文化、

国际化战略等有其特殊性，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及普

适性，其他企业的中方外派人员是否也呈现类似特征值

得进一步探索。未来研究可增加其他跨国企业中方外派

群体的数据进行扩展，持续比较，不断丰富和完善本研

究所发展的理论，使其达到更广泛意义上的饱和度。

（2）研究内容的全面性还需延展。虽然本文发现组

织支持是影响外派工作—家庭平衡至关重要的因素，但

是本文局限于从外派人员的视角探讨。后续可从组织层

面和视角（如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跨文化沟通与管

理理论等）深入探索外派管理实践。同时，考虑到工作—

家庭冲突与增益具有双向性，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外派人

员的配偶 / 家庭适应、家庭生活如何对外派工作产生影响，

整体把握、立体呈现外派群体的工作—家庭平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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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心声社区于 2008 年 6 月 29 日正式上线，据统计已逾 98% 的

在职中方员工访问过心声社区，它是华为人的在线沟通平台。

作者定期关注心声社区，阅读外派相关的帖子，进一步对访谈

数据进行三角检验。

② 赋能：这一概念来自受访者的“原声编码”，具体含义为，从企

业应用系统的规划角度看，和“赋能”相对的是“业务”。“赋能”

是指通过赋予特定的能力，让人能更好地开展业务。

Why Do They Still Devote Themselves Overseas under 
High Pressure? The Work-Family Balance Mechanism of 
Chinese Expatriates
	 He Beiting1, An Ran2

1.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2.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global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expatriates are facing new work-family balance problem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laid eyes on this area.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research on the work-family conflict, work-family enrichment and 

work-family balance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ork-family bal-

ance mechanism of Chinese expatriates from an integrated perspec-

tive.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is paper extracts five 

main categories (the work-role changes, job responsibility changes, 

expatriate assignment to family conflict, expatriate assignment to 

family enrichment, an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n we propose 

the logic relations among these categories. The key findings of the 

current paper could be listed as following: (1) The work-family bal-

ance of Chinese expatriates includes both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They are facing with serious family con-

flict due to the job responsibility changes, and certain gain to family 

enrichment due to the work-role changes. Family resource loss and 

job resource gain can be converted to achieve the individual’s sub-

jective perception of work-family balance. (2) The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of the organization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family conflict of expatriate assignment, promote the expatriate as-

signment to family enrichment, and further help expatriates achieve 

the temporary role balance and emotional compensation. This 

paper also constructs the work-family balance mechanism model 

of Chinese expatriates. Combined with Chinese soci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analyze the work-family balanc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xpatriates. In this context, to highlight 

the Chinese-specific aspects of expatriate issues, we als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xpatriates based 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In our view,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can be summarized as a con-

structive guidance for decision makers to solve the expatriate-re-

lated problem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expatriate work 

adjustment and job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ractices of Chinese 

enterprises.

Key Words  Expatriates; Work-Family Conflict; Work-Family En-

richment; Work-Family Balanc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141-154南开管理评论  第23卷, 2020年第3期第              页 


